
质的研究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

陈 向 明

　　随着社会科学界对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科学”研究方法重新进行反思 ,研

究者的个人身份及其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正在日益受到社会

科学研究者(特别是质的研究者)的重视 。“研究者对于被研究者是`局内人' 还是`局

外人' ?如何定义`局内人' 和`局外人' ? `局内人' 和`局外人' 与研究关系中其他维

度(如公开与否 、亲疏关系 、参与程度)之间是什么关系? `局外人' 是否可能(或者如

何)理解`局内人' ? 研究者是否(或者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同时既是`局内人' 又是`局

外人' ?研究者作为`局内人' 或`局外人' 之角色身份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 是否有

(或者有什么)影响?”本文在列举事例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作者:陈向明 ,女 ,1953年生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

　　质的研究① 是对社会现象的研究 , 必然涉及到

人这一研究对象。与定量研究不同的是 , 质的研究

不仅把人当成研究的对象 , 而且通过研究者本人和

研究对象的互动而获得对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者自身

的了解和理解。因此 ,在这种研究中 , 研究者与研究

对象之间的关系便显得尤为重要。质的研究中所说

的“研究关系”主要包括研究者本人与研究问题有关

的个人特征 、生活经历 、思想观点以及看问题的角

度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相互角色以及在研究过程

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方式。

质的研究者认为对研究关系的反省至关重要 ,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研究不是在一个“客观的”真空环

境之中进行的。研究者个人的动机和“前见”(pre-

supposition)、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个人关系以

及接触的方式都有可能对研究的进程和结果产生一

定的影响。研究者在从事一项研究的时候必然对研

究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和假设 , 而且与研究对象之

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 而这些看法和关系对研究者

个人的身份建构和角色定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这些因素的反省不仅可以使研究者更加“客观地”

审视自己的“主动性” ,而且可以为研究结果的“真实

性”提供一定的评价标准和证据。因此 , 研究者在研

究开始之前 、之中和之后都必须认真严肃地对这些

关系进行反省 ,而不是受它们的左右还茫然不知。

需要在此特别说明的是 ,即使是在质的研究内

部 ,研究者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背后的科学范式

(paradigm)的选择也存在一定的分歧 ②。 因此 , 他们

对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关系的看法也存在一些差

异。信奉后实证主义(po stpositivism)的研究者大都

认为 ,被研究者的思想和行为是客观存在 , 研究者主

体与被研究客体之间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 , 研究者

可以通过一定的研究手段获得有关被研究者的信

息。因此 ,研究者在反省自己的个人身份之后 , 应该

将其“括”(bracket)起来 , 在与研究对象互动时努力

控制自己对对方的影响 , 设法将这种影响中的不利

因素排除出去。而持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范式

的研究者则认为 ,所谓的“客观现实”是研究者与被

研究者之间互动的产物 , 研究者对被研究者的理解

是一种当时当地的现实建构 ,是双方知识和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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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以前几篇有关的文章中 , 将“ qualitative re-
search”译为“定性研究” 。后来 ,从读者的反馈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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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研究”这个译名。有关“质的研究”的定义 ,
请见我在《中国社会科学》 1996 年第 6期上的文
章《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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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和融合①。视觉生理学中有关双眼视觉的原理

可以直观地说明这个道理。人的双眼在相互配合观

察物体时比单眼能够更好地分辨物体的边缘与周围

环境之间的反差 , 而且只有运用两只眼睛才可以形

成关于深度的信息②。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视角就

象是人的两只眼睛 , 他们彼此的理解就是双方“视

域”的融合。因此 , 研究者应该做的不是努力将自己

个人的“倾见”(bias)排除出去 , 而是应该在充分反省

自己角色的基础上积极地利用自己的个人特征。研

究者的个人身份是一个重要的为研究提供假设 、灵

感和效度检验的源泉 , 是研究者了解自己与被研究

者之间通过“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ity)的方式建

构“现实”的有效资源。作为一位建构主义的支持者

(同时也意识到后实证主义存在的必要性), 我在本

文中的观点基本上遵循的是建构主义的思路。 然

而 ,由于建构主义的观点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很难落

实 ,而我下面讨论的重点主要是落在研究的操作层

面 ,因此下文中可能透出一些“实在论” 的色彩。 这

是我在撰写本论文中遇到的一个难点 , 希望通过与

同仁交流获得思想上和操作上的突破。

我在本论文中主要对质的研究中众多关系中的

一种进行探讨 ,即研究者相对被研究者来说是“局内

人”还是“局外人”这一角色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

质的研究者们讨论的一个热点 , 因为它决定了研究

双方如何看待对方以及自己(包括研究者本人如何

看待自己)。研究者这方面角色的定位不仅对研究

的具体实施有一定的影响 , 而且直接涉及到对研究

结果的质量评价。

一 、“局内人”和“局外人”

一般来说 ,“局内人” 指的是与研究对象同属于

一个文化群体的人 , 他们享有共同的(或比较类似

的)价值观念 、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局内人”之间

通常共有比较类似的生活经历 , 对事物往往有比较

一致的视角和看法。“局外人”指的是处在某一文化

群体之外的人 , 与这个群体没有从属关系。“局外

人”通常与“局内人”有不同的生活体验 , 只能通过外

部观察和倾听来了解“局内人” 的行为和想法。“局

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别可以在质的研究者们常用

的一些成对的词语中表现出来 , 如“文化主位的”

(emic)和“文化客位的”(etic), “经验接近的”(experi-

ence-near)和“ 经验疏远的”(experience-distant), “第

一人称的” 和 “第三人称的” , “ 现象学的”(phe-

nomenological)和“对象化的”(objectivist), “认知的”

(congnitiv e)和“行为的”(behavioral)等等③。

研究者不论是研究对象的“局内人” 还是“局外

人” , 这种角色定位都会对研究的实施和结果产生正

面和负面两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与研究者在每一

个具体的研究项目中的角色定位本身共生共灭 , 不

可能事先通过某种计算方式而加以排除 , 也没有统

一的 、适用于所有研究现象和研究情境的“规律”可

循。我们下面对这两种角色之利弊的探讨表现的只

是一个基本的趋向 , 其具体呈现方式可能因研究的

具体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 ,“局内人” 由于与研究对象共有同一

文化 ,他们可以比较透彻地理解当地人的思维习惯 、

行为意义以及情感表达方式。他们在与当地人的对

话中比 “局外人” 更容易进入当地人的 “期待视

界” ④, 对他们常用的本土概念中的意义有更加深刻

的领会。基于自己与当地人类似的生活体验 , “局内

人”可能对当地人的行为和情绪有更深透的体察 , 从

而比较容易与他们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在构建研究

结果时 ,“局内人”可能比较容易考虑到当地人看世

界的视角 ,在充分尊重对方的基础上呈现研究的结

论。比如 , 如果我们要对中国云南省傣族地区人民

的生活方式进行调查 , 一位土生土长的傣族研究人

员就会比一位来自北京的汉族研究人员具有一定的

优势。他可以说傣族的语言 ,他的长相与被研究者

比较相似 ,他穿上傣族的服装不会像他的汉族同行

那么别扭(也许他平时一直就穿着傣族服装)。 更重

要的是 ,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文化观念和生活经历了

解被研究者的意义建构和思维方式。同样是看到寺

庙里一排排小男孩在读经文 ,汉族研究员和傣族研

究员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前者可能认为这

些孩子不去学校上学而跑到寺庙里念经是“愚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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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 ,
三联书店 1994年版。

Cli fford Geertz , “From the Native' s Point of View:
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in
Rabinow and Sullivan eds., Interpret ive Social Sci-
ence:A Reader , 1976 , p.226.

贝特生 , 1979年 ,第 234-251页。转引自赵旭东
著《系统家庭治疗的理论与实践》(一), 昆明医学
院附一院精神科, 1995年 , 第 9页。 该文没有列
出原书的书名和出版社名。

Thomas A.Schw andt , “Const ructivist , Interpretivist
Approaches to Human Inquiry” , Norman K.Denzin
& Yvonna S.Lincoln , eds., Handbook o f Quali ta-
t ive Research , Thousand Oak s:S age Publications ,
1994 , pp.118-137.



后”的表现;而后者则可能认为这是傣族人的文化信

念 ,男孩在寺庙里念经就是“上学” 。

然而 , 由于“局内人” 之间通常享有一些共同的

观念和思维方式 , 研究者可能会对被研究者的某些

语言和行为所隐含的意义失去敏感。他很容易认为

自己对这些意义已经十分了解了 , 没有必要再进行

追问和探究。沿用上面的例子 , 在对一个傣族村寨

进行研究时 ,虽然一位傣族的研究人员也许比一位

汉族的研究人员更具有语言上和文化上的优势 , 但

是后者可能比前者更容易注意到当地人的一些特殊

的生活习惯和行为特点。由于这些习惯和行为与他

自己平时习以为常的事情很不一样 , 汉族的研究人

员可能会产生好奇心 , 对这些行为的意义进行深入

的探讨。而傣族的研究人员由于耳濡目染于这种文

化之中 ,对其中的“独特”之处早已是司空见惯 、视而

不见了。比如 , 同是对傣族人在泼水节时相互往身

上泼水这一动作 , 一位汉族的研究者可能会仔细询

问其动作规范以及这一动作所隐含的文化意义 , 而

一位傣族的研究者可能不会过多地注意 , 在其研究

报告中只是一笔带过而已。

像“局内人”一样 , 作为“局外人” 的研究者在研

究过程中也同样具有一定的优势和劣势。首先 , “局

外人”由于与被研究者分属不同的文化群体 ,有自己

一套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 , 因此在研究中他

可以与研究的现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正如我们欣赏

一幅油画需要有一定的距离一样 , 研究者要了解事

物之间的联系以及事件的发展形态 , 也需要与研究

现象保持一定的距离。由于在心理和空间上与研究

的现象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局外人”比“局内人”往

往更加容易看到事物的整体结构和发展线索。“局

外人”通常不会像“局内人”那样与被研究对象之间

存在某种密切的人际关系 , 因此在研究时可以保持

一种相对“客观”的心态 , 在为研究做结论时也比较

容易保证一种相对“中立”的立场①。

研究者作为“局外人”的另外一个优势是可以在

研究的过程中利用自己的文化框架来帮助自己理解

异文化中的某些现象。由于研究者来自一个不同的

文化群体 ,对事物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和情感反应 , 因

此他通常会在对异文化中看到和听到的事情产生与

当地人不同(或不尽相同)的解释。如果他在研究过

程中将自己的解释与当地人的解释进行验证或对

照 ,便会产生一种文化差异感。而这种对文化差异

的意识和认识可以使他不仅体会到文化多元的现实

状况 ,而且还可以借助自己原有的解释框架来比较

当地人的行为习惯 , 从而在思想上形成与对方在意

义层面的对话。 例如 , 美国社会学家怀特(Willian

Foote Why te)在一项对秘鲁的研究中就提到 , 他很

庆幸自己不会说西班牙语②。否则 , 他将无法了解

将英语中的一些概念翻译成西班牙语时所遇到的困

难 ,因此也就无法理解当地人使用的一些本土概念

中所隐含的微妙之处。通过使用英语这一他熟悉的

语言方式作为参照体系 , 怀特对西班牙语以及使用

这些语言的人和文化获得了比某些“局内人”还深刻

和独特的理解。

除了距离感和文化比较的角度以外 ,作为“局外

人”的研究者还享有“局内人”一般没有资格享有的

某些“优惠待遇” 。比如说 , 研究对象对“局外人”往

往比对“局内人”更加宽容 , 他们对“局外人”的外表

和行为表现通常不是特别苛刻。“局外人”不必像

“局内人”那样严格效仿当地人的行为规范 , 也不必

特别在意当地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外表和衣着。 如果

他对当地人的语言或行为不太理解 , 他几乎可以随

时随地提问。而且他提的问题无论如何“愚蠢” , 也

不会遭到本地人的奚落和耻笑。

然而 ,由于“局外人” 没有长期在本地文化中生

活浸润的历史 ,他可能很难对当地的人和事中隐含

的微妙之处有深刻的理解。正是由于和当地人总是

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 他很难体察他们内心复杂的情

感感受和深层的意义建构 , 在与他们对话时缺乏足

够的“共通性” ③。在这里 ,距离成了一把两刃剑 , 一

个铜板不可分割的两个面。它既给研究者带来一定

的便利和轻松感 ,同时又给他造成了一些理解上的

障碍 。比如 , 如果一名美国学生去访谈一位中国留

学生 ,他很可能对对方所说的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

诸如“人情” 、“民族自尊”之类的词语感到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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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使用“客观”和“中立”等词语是因为我无法找
到更加合适的词语来表达即使在建构主义范式指
导下所从事的研究中也不得不看到的“现实” 。这
里涉及到了在“科学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科学
研究中人类语言贫乏的问题。 不过 ,使用这类词
语也有其长处。用“括号”将这些词语“括”起来 ,
不但表示我在此使用这些词语的意思与通常人们
所使用的有所不同, 同时也可以与通常的用法形
成对照,从而帮助读者理解我真正的意思。这也
许比使用一个陌生的词语更有作用。



而如果一位中国学生去访谈一位美国同学 , 他也可

能很难理解对方所说的“自我意识” 、“个体主义”等

词语的真正含义。

二 、“内” 、“外”角色与其他维度的关系

“局内人”和“局外人”各自还可以进一步在研究

关系中的公开与否 、亲疏关系和参与程度等维度上

进行分类。这些分类使研究者的“内” 、“外”身份变

得更加复杂和丰富 , 对研究的进程和结果也各有不

同的影响。

“局内人”和“局外人”可以各自再分成“公开的”

和“隐蔽的”两种类型。前者指的是被研究的群体知

道研究者在对他们进行研究 , 研究者的身份是公开

的;后者指的是被研究者不知道研究者在对他们进

行研究 ,研究者的身份是秘密的。假设一位售货员

希望对本商店售货员的服务态度进行一个调查 , 而

且取得了商店有关人员的批准 ,那么他就是一位“公

开的局内人” 。可是 , 如果他自己偷偷地进行这项研

究 ,没有得到有关人员的同意 , 那他就变成了一名

“隐蔽的局内人” 。如果从事这项研究的是一位科研

单位的研究人员 , 而且他获得了商店有关部门的批

准 ,那么他就是一位“公开的局外人” 。但是 ,如果他

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 偷偷地跑到商店里把自己

装扮成一名顾客 ,那么他就变成了一个“隐蔽的局外

人” 。

有关研究是否应该向被研究者公开的问题 , 学

者们一直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同意不公开的学

者认为 , 人的本性中存在着不向别人袒露自己秘密

的特点 , 因此只有隐蔽地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得到真

实的信息①。这种看法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代表的

是实证主义的观点 , 认为被研究者是一个固定不变

的客观实体 ,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去“发现”他们。 美

国社会学家道格拉斯(J.Doug las)等人对裸体海滩的

参与型观察就是一个“隐蔽型局内人”的研究②。道

格拉斯本人把自己装扮成裸体海滩上的一名游客 ,

通过与其他游客聊天来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而

与此同时 ,他还是附近海滩上一幢别墅的拥有者 , 而

这个别墅拥有者群体对在海滩上设立裸体浴场一直

持反对意义。因此 , 道格拉斯本人扮演的是一个双

料的 、相互冲突的 、“隐蔽的局内人”角色。作为一个

“局内人” ,他既是一名裸体游客 , 又是一个别墅的主

人。而对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群体来说 , 他都是一个

隐蔽的“研究者” 。由于在一个短暂的研究时间内他

的“真实”身份没有被暴露 , 他得以在这两者之间游

刃有余 、来回穿梭。

与道格拉斯等人相反 , 很多质的研究者都认为

研究的意图应该向被研究者公开③。他们认为 , 从

伦理的角度看 ,了解研究的真实目的和实施计划是

被研究者的权利 ,他们有权知道这些情况 , 然后根据

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参加研究。至于这样做是否可

以了解到事实的“真相” ,他们认为 , 世界上并不存在

绝对“客观的真相” , 被研究者在知道研究计划的情

况下向研究者披露的情况就是“真相” 。这个世界是

一个“真实的世界” , 人对任何事物的了解都是在一

定的情境下通过交往双方之间的互动而获得的 ④。

被研究者选择向研究者袒露的信息也就是他此时此

地向这一特定对象所展现的“真相” 。被研究者没有

一个唯一的 、固定不变的“真相” , 研究者永远也无法

穷尽被研究者的“真相” 。被研究者和研究者双方都

在不断地变化 ,他们之间的每一次相遇都受到特定

时空的限定 ,他们的每一次理解都是一次新的建构。

因此 ,研究者不论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 ,都应该

向被研究者公开自己的身份。

除了“公开的”和“隐蔽的”以外 ,“局内人”和“局

外人”还可以按“熟悉的” 和“陌生的” 进一步分类。

前者指的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相互认识 , 在研究之

前就已经建立起了一定的关系和交情;后者指的是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相互不认识 , 只是在研究中才开

始建立联系。比如 , 如果一位售货员对自己商店的

服务质量进行调查 , 他就是一位“熟悉的局内人” 。

但是 ,如果他跑到另外一家他不熟悉的商店去进行

调查 , 那他就是一位“陌生的局内人” 。如果一位专

业研究人员希望对一家商店的服务质量进行调查 ,

而他的妻子就在这家商店工作 , 商店的很多售货员

都认识他 ,那么他就是一位“熟悉的局外人” 。但是 ,

如果他与这个商店的人都不认识 , 只是通过正式渠

道来从事这项研究 , 那么他就是一名“陌生的局外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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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情况下 ,“熟人”参加研究的可能性比“陌

生人”要大一些。这是因为前者往往碍于面子或出

于好心而接受研究者的要求 , 而后者则不必如此顾

及人情。有的“熟人”不仅很“熟” ,而且已经成了“朋

友”甚至是“亲戚” , 而为“朋友”和“亲戚”帮忙被认为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不容推脱。此外 , 如果研究者对

被研究者比较熟悉 , 他会比较容易了解对方的一些

言行。双方可能共同经历过一些生活事件 , 对彼此

的个性脾气也有所掌握 , 因此在对有关事情进行解

释时会有比较丰富的背景知识作为支撑。

不过 , “熟人”这一角色也可能给研究带来不良

的后果。由于双方是“熟人” 或“朋友” , 被研究者可

能不愿意将自己的一些隐私告诉研究者。研究过后

双方彼此还会经常见面 , 如果被研究者的隐私被研

究者知道了 ,他有可能会感到不安和尴尬。在一些

情况下 ,“熟人”关系还可能使被研究者受到面子观

念的影响 ,不愿向研究者暴露自己的真实情况。 例

如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是对一群在美国的中国留学

生在跨文化人际交往方面的经历进行追踪调查。在

研究过程中 ,我发现自己很难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他

们和美国人交往的具体细节。不论是在访谈还是平

时交谈中 , 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述说自己没有

交上美国“朋友”的种种客观原因。后来 , 在反省我

自己的角色作用时 ,我终于意识到 , 他们这么做也许

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向我暴露自己“无能”的一面。在

他们来到美国以前 ,我曾经在中国与他们有所接触。

当时 ,他们都是社会上的佼佼者 , 学业上和事业上都

很成功 ,对自己来美国学习抱有很高的期望。可是

到了美国之后 ,他们发现自己在跨文化人际交往方

面困难重重。这种强烈的反差可能不仅使他们自己

内心感到不安 , 而且使他们在面对我时感到羞愧。

我是一个了解他们辉煌过去和黯淡现实的见证人 ,

因此为了保持自己过去美好的形象 , 他们也许不愿

意和我谈他们脆弱的一面。

有时候 , 如果被研究者所提供的情况涉及到一

些双方都认识的人 , 被研究者也可能会有所顾虑。

为了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 被研究者可能选

择向研究者隐瞒真情。从我们日常的观察中就可以

发现 ,很多人情愿向陌生人倾诉心曲 , 也不愿向一位

“靠不住的”朋友诉说隐秘。这是因为陌生人不会对

他们的生活造成威胁 , 而一位粗心的朋友却可能给

他们的名声和形象带来损害。在这种情况下 , 作为

“局外人”的研究者通常享有一种“局内人”没有的优

势 ,即“陌生人价值”(stranger v alue)①。由于研究者

对于被研究者来说是一个陌生人 , 被研究者往往更

加愿意袒露自己内心的隐私。陌生人来了又走了 ,

不像长期居住在本地的“局内人”那样时刻有可能向

彼此都熟悉的人泄露自己的机密。因此 , 被研究者

很可能选择向一位“陌生的局外人”吐露更多的 、更

加隐秘的信息。

此外 ,“朋友”之间因为关系亲密 , 研究者可能很

难产生所需要的距离感。研究者从“朋友”变成“研

究者”这其间的角色转换可能过于唐突 , 使对方难以

马上习惯。由于双方关系友好 , 研究者可能难以采

取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来从事研究。如果他过于严

肃 ,他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他“装模作样” 、“假模假

式” 。而如果他态度过于随便 , 又很难保证研究的规

范性和有效性。此外 , 对“朋友”的情况过于熟悉还

可能使研究者在发现新的信息和新的意义方面产生

困难。如果他坚持追问“朋友”之间常用的一些词语

或行为的意思 ,对方会觉得他“明知故问” 。结果 , 他

可能会感到十分气馁 , 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些研究

计划。

除了公开与否和亲疏关系以外 ,“局内人”和“局

外人”各自还存在着参与程度上的不同。 这种不同

呈现为一个连续体(continuum), 一头是“完全的参

与者” , 另一头是“完全的观察者” ②。比如 , 如果一

名农民一边在田里劳动一边注意了解其他农民的工

作强度 ,那么他就是一位“参与型局内人” 。但是 , 如

果他自己不参加劳动 , 而是坐在田边用录象机为其

他农民录象或者记笔记 ,那么他就成了一名“观察型

局内人” 。而如果一位研究者来到一个村子里当“农

民” , 通过与其他的农民们一起劳动来体验他们的工

作强度 ,这时他就是一位“参与型局外人” 。但是 , 如

果他不参加劳动 ,只是坐在田边观察其他的农民劳

动 ,那么他就变成了一位“观察型局外人” 。在“完全

的参与者”和“完全的观察者”之间还存在着无数的

角色形态 ,如“观察型参与者”和“参与型观察者”等。

“完全的参与者”的一个长处是研究的情境比较

自然 、真实 ,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获得“可靠”的信息。

84

①

② B.Junker , Field Work , C 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60.

Kenneth S.Goldstein , A Guide for Field Workers in
Folklore , Hatboro , Pa.:Folklore Associates , 1964 ,
p.64;转引自 Bruce Jackson , Fieldwork , U 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1987, p.
69.



研究者通过与被研究者一起做事进行研究 , 可以在

自然情境下即时了解对方做事的方式以及有关事件

发生时的具体情境和过程。与人为制造的研究环境

相比 ,在参与情境中收集到的材料往往比较“真实” ,

因为被研究者不感到自己是在“被研究” 。研究者与

被研究者一起做事情还可以密切彼此之间的关系 ,

使被研究者对研究者的存在不感到紧张 , 可以比较

轻松自如地表现自己。此外 ,如果研究者到比较“原

始”的地方去从事调查 , 或者对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

的人们进行研究 , 对方可能不习惯人为的研究环境

(如访谈)。如果研究者参与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

可以通过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自然互动 , 结合当时当

地的具体情形与他们进行交谈 , 同时对他们的行为

进行参与型观察。

参与型研究的另外一个长处是研究者可以将自

己作为一名研究的对象 , 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了

解被研究者的心理感受。由于与被研究者有共同的

工作和生活经历 , 研究者可以将自己对有关人物和

事件的反应作为参照 ,以此来对照被研究者的感受。

不论研究者的反应与被研究者相同还是不同 , 这种

对比都会为研究结果的解释提供多重 、丰富的角度。

而多角度的视角就象是投向同一物体的光束 , 光束

越多 , 照射角度越不同 , 研究者获得的信息就越多 ,

而对该物体的理解也就会越全面 、深刻。此外 , 研究

者还可以利用自己的感受对研究结果进行相关检

验 ,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效度。

象“参与者”一样 , 做一名“观察者”(特别是“完

全的观察者”)也有它的利与弊。 一方面 , “观察者”

可以全神贯注地从事自己的研究 , 不必同时花费脑

筋按当地人的行为规矩与他们“应酬”或“周旋” 。而

与此同时 ,由于研究者只能从外部对研究对象进行

观察 ,他很难准确地把握对方一些行为的意义。比

如 ,当我们看到一个男孩眨了一下右眼 , 起码可以产

生三种不同的解释:1)有一颗沙子落进了他的右眼 ,

他眨眼是一个自然的条件反射;2)他在向一位姑娘

暗送秋波;3)他在模仿另位一个男孩眨眼 , 目的是逗

乐①。如果我们与这位男孩一起玩耍 , 对他当时眨

眼的特定情境有所了解 , 那么我们对他这一举动的

解释就会准确一些。 即使我们感到困惑不解 , 也可

以当时马上问他 ,不必等到回去以后才对他的真实

意图反复进行没有根据的猜测。

研究者的“内”“外”角色与公开与否 、亲疏关系

以及参与程度之间的关系在下面的表中可以得到一

个直观的说明。当然 ,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中 , 公

开与否 、亲疏关系和参与程度这些维度相互之间还

可以有很多角色上的重叠和交叉。由于篇幅所限 ,

在这里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

公开与否 亲疏关系 参与程度

局内人 隐蔽的局内人 公开的局内人 熟悉的局内人 陌生的局内人 参与型局内人 观察型局内人

局外人 隐蔽的局外人 公开的局外人 熟悉的局外人 陌生的局外人 参与型局外人 观察型局外人

三 、“局内人”还是“局外人”

实际上 ,在大多数情况下 , 研究者由于受到外部

条件的限制 ,自己并没有办法选择做“局内人”还是

“局外人” 。研究者的个人身份如年龄 、性别 、职业 、

社会经济地位 、文化背景 、种族 、受教育程度等都可

能限制研究者的角色定位。例如 , 如果一名英国的

大学教授计划到中国某个村庄去调查那里的计划生

育现状 , 他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把自己装扮成一

个“局内人” 。他的长相 、肤色和语言都事先决定了

他不可能被当成中国农村中的一员。

另外 , “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角色定位还受到

研究现象的限制。如果研究的现象是研究者个人目

前生活内容中的一部分 ,属于研究者拥有身份中的

一种 ,那么研究者就是一个“局内人”;否则他就是一

个“局外人” 。例如 , 如果北京大学一名已退休的教

授计划对中国大学教授退休以后的生活状况进行调

查 ,这时他就是一个“局内人” 。但是 , 如果他希望对

北京大学幼儿园小朋友的午休情况有所了解 , 他这

时就变成一个“局外人”了。

但研究者的“内”“外”角色有时也会随着研究的

进程变化而有所变化。例如 ,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逊

(J.Johnson)等人在对家庭争端和暴力进行调查时 ,

起初是作为观察者与户籍警一起在社区巡逻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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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①。后来 , 他们通过观察户警的工作逐步学会

了处理家庭矛盾的方式 , 慢慢地被户警和一些当地

的家庭当成了处理家庭争端的专家。这时 , 他们便

开始帮助一些进行家庭协商和调停 , 运用自己的法

律知识为他们提供咨询 , 或者将无法解决的问题付

诸其他法律机关。最后 , 他们成了当地户警有用的

帮手 ,在处理家庭纠纷方面扮演了十分积极的角色。

当然 , 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被户警和当地的居民

当成完全意义上的“户警” , 但是与研究刚开始时相

比 ,他们与这一角色的距离已经被大大地拉近了。

其实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 真正的“局内人”是不

存在的。当一个人作为一名研究者对自己的文化进

行研究时 , 他就已经与自己的文化拉开了一定的距

离。他已经(而且必须)站到一个与自己的同胞不同

的观察视角上 ,才有可能看清楚自己的文化和人民

(包括他自己)。 因此 , 所谓“局内人”与“局外人” 、

“自己的文化”与“他人的文化”之间的区别在某种意

义上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些区别只是在程度上有

所不同而已 ,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所有的科学

研究者实际上都是一定意义上的“局外人” , 他们在

从事研究的时候必然地带有自己的理论框架 , 代表

的是某个特定的科学家群体的研究范式。比如 , 在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中 , 由于我自己是一名中国留学

生 ,与我的研究对象有相同的经历 , 因此相对他们来

说 ,我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局内人” 。 但是由于我同

时又是一名研究人员 ,我不得不将自己从“中国留学

生” 这一身份中抽身出来 , 站在这一群体之外来观

察 、倾听和分析他们。由于我是在美国做的论文 , 我

的整体构思基本上遵循的是一条西方文化的思路:

从跨文化人际交往的角度看中国留学生的“自我意

识”和“文化认同”感。而“自我意识”和“文化认同”

都是十分“西化”的概念 , 我实际上是在用一种西方

的理论体系来研究中国人。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 ,

我不得不经常提醒自己:我已经不是一个完全的“局

内人”了 , 我必须在思维上跳出这个圈子 , 把“熟悉”

的东西视为“陌生” , 从新审视我所调查的中国留学

生们告诉我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件事情。

四 、“局外人”如何理解“局内人”

如果我们同意 ,在一定意义上研究者都是“局外

人”的话 ,那么“局外人”如何才能理解“局内人”呢?

这个问题是质的研究者们讨论的一个难点和热点 ,

很难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

有的研究者认为 ,如果“局外人”要真正理解“局

内人” , 就应该设法变成“局内人” ②。变成“局内人”

意味着从自己的皮肤里跳出来 , 进入研究对象的身

体 ,用他们的头脑来思维 , 用他们四肢和形体来行

动。只有这样 ,研究者才可能真正理解当地人的本

土概念 ,了解他们看世界的方式。这种努力的结果

便产生了在田野工作中“本地化”(going native)、“成

为他人”(becoming the other)、“成为研究现象”(be-

coming the phenomenon)和“宾至如归”(feel at home)

的状态。如果用我们上面所使用的语言来表达 , 这

种状态表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关系非常“ 熟

悉” ,“参与程度”比较高。

与此同时 ,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 , 如果“局外

人”变成了“局内人” , 这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危险的

信号③。这标志着研究者已经离开了科学家群体所

共守的规范 ,意味着科学探究的结束。如果研究者

过分地与研究对象求得认同 ,便会失去进行观察和

分析所需要的心理距离和空间距离。研究者已经与

研究对象融为一体 , 不可能将“熟悉的”东西再变为

“陌生”了。由于没有足够的距离和分析的空间 , 研

究者只能对当地人的故事进行自传式的描述 , 而不

能进行自己的反省和思考。这些故事本身可能很有

意思 ,但是这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了。

上述研究者认为 , 除了研究的规范性以外 , 与

“局内人”彻底同化还可能影响到研究的“客观性” 。

研究者由于在价值观和情感方面完成了与被研究群

体的认同 ,他有可能被深深地卷入到这一群体的权

力争斗之中。他很难再保持科学研究所需要的“中

立”和“公正” , 在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时难免带入自

己的政治倾向。当然 , 研究者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倾

向 ,但重要的是他应该对此有所意识。如果他与一

个政治团体结为同盟 , 他将很难“客观地” 站出来看

自己。而更糟糕的是 , 如果这个团体在当地的权力

斗争中有自己的对立面 , 这一对立面便会对研究者

进行排斥和打击。在这种情况下 , 研究者将很难从

不同的角度对研究的现象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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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他很可能会落入一个十分难堪的地步 , 难以从

当地的政治纠纷中脱身出来。

在我看来 ,以上对“局外人” 变成“局内人”利弊

的探讨基本上是基于后实证主义的科学范式。这种

范式认为 , 研究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是相互分离的 ,

“局外人”通过同化的方式“真实地”了解“局内人”是

可能的。虽然 ,“局个人”本人不可能真正“变成”一

个“局内人” ,但是他可以通过一定的控制手段对研

究中的一些“主观”因素进行控制或排除 , 从而获得

有关“局内人”的“客观的” 、“事实的”信息。以上对

“局外人”变成“局内人”这一现象不论持赞同态度还

是反对态度的人都是基于这么一种认识 , 因此赞同

者认为成为“局内人”是获得“真实”信息的最可靠的

方式 ,而反对者则认为这么做会影响到研究的“规范

性”和“客观性” 。

然而 ,在质的研究中 , 很多研究者并不认为主体

与客体 、主观与客观 、事实与价值之间可以绝对分

离。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两个主体 , 研究的过程是

这两个主体之间通过平等的对话共同建构“现实”的

过程。因此 ,研究者必然(也必须)有自己的身份 , 他

在与被研究者互为主体的关系中占据的是一个十分

重要的位置。当然 , 研究者可以选择尽量靠近被研

究者 ,缩短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 扩大自己与他们之间

的“共通性” 。但是 ,他永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变

成”一个“局内人” 。研究者在实地进行研究时既不

可能像一个“局外人” 那样只是简单地收集材料 , 然

后拿回家去闭门进行分析;也不可能完全变成一个

“局内人” ,声称自己已经掌握了开启当地人心灵的

钥匙。研究者需要的是一种使自己和当地人的“视

域”相互融合的方式 , 在自己与当地人之间建立起一

座理解的桥梁。

因此 , 有人认为 ,研究者与其努力从一名“局外

人”变成一名“局内人” , 不如设法获得既是“局内人”

又是“局外人”的双重身份。英国社会科学家汉穆斯

力(M.Hammersley)和阿特金生(P.Atkinson)把这种

角色称为“可以被接受的边缘成员”(an acceptable

marginal member)①。在这种情况下 , 研究者已经获

得了当地文化群体的认可 , 已经被接受为他们中的

一员 ,但是他只是一个边缘分子 , 一个“不合格的”群

体成员。就像他们对待自己群体中那些边缘分子一

样 ,本地人允许他保持自己与大多数人不同的行为

方式。这种双重身份可以使研究者处于一个十分有

利的位置:他既可以与当地人接近 , 了解他们的所思

所想;同时又可以伺机撤出 , 不必完全拘泥于大多数

人的礼节。他可以同时享有“局内人”和“局外人”的

双重身份 , 既有一种归属感又有一定的个人空间。

他是一个“公开的”研究者;在人际关系上 , 他的身份

处于“朋友”与“陌生人”之间;在处理知识信息方面 ,

他在“熟悉”和“陌生”两者之间徘徊;而在参与程度

上 ,他处于“参与”和“观察” 之间。这两种角色之间

所形成的张力(tension)为研究者创造了一定的空

间 ,为他获得灵感和创造力提供了一个刺激源。

美国人类学家布莉格丝(Jean Brig gs)对爱斯基

摩人的情感表达方式所进行的研究便是一个典型的

“双重人”例子②。在实地从事田野工作时 , 她不顾

当地人的不解和反对 , 坚持在野地里给自己搭了一

个帐篷。当夜幕降临 , 与当地人在一起呆了整整一

天以后 ,她便回到自己的帐篷里 , 靠吃花生酱 、冻枣

子等熟悉的西方食品和读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来驱散内心深处的孤独 , 修复身心所

受的磨损。虽然当地人多次邀请她搬过去和他们一

起住 ,她坚持留有自己的一块隐私。 由于她设法与

当地人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 她从他们对她西方

式的“奇特”的情感表达方式的反应中了解了他们对

情感的定义和解释③。

事实上 ,来自田野的很多事例表明 , 被研究者群

体并不期望研究者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如果研究者

企图这么做 ,他们反而有可能感到奇怪 。一般来说 ,

“局内人”对“局外人”态度比较宽容 , 并不指望对方

有能力可以完全按照他们的方式思维和行动。 例

如 ,美国社会学家怀特(William Foote Why te)在哈佛

大学做本科生时 ,对波士顿的意大利裔青年的街角

文化进行实地研究时便遇到过这种情形④。由于他

希望尽可能与这些年青人接近 , 他学会了很多他们

平时经常挂在嘴边的脏话。有一天晚上 , 他和这些

年青人一起在街上漫步时顺口说了几句脏话 , 这几

位年青人突然停了下来 ,对他说:“比尔 , 你可不该这

87

①

②

③

④ William Foote Whyte , Learning from the Filed:A
Guide from E xper ience , New bury Park:Sage Publi-
cations , 1984 , p.66-67.

Renato Rosaldo , Gul tu re & Tru th: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 Boston:Bacon Press , 1993 , p.
178.

Jean Briggs , Never in A nger:Protrait of an Eskimo
Fami ly ,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0.

Martyn Hammersley and Paul Atkinson, Eth nogra-
phy:Princip les in Practice , London:Rout ledge ,
1983 , p.79.



么说话 , 这听起来可不像是你在说话。”尽管他竭力

向他们解释说这几句话是街角文化中司空见惯的语

言 ,他们却告诉他说 , 他是不一样的 , 而且他们希望

看到他不一样。从这件事情怀特意识到 , 这些年青

人并不期待着他和他们一样。他们对他所表现出来

的“不同”不但没有反感 , 而且感到十分有趣。只要

他对他们态度友好 ,保持对他们的兴趣 , 他的“不同”

对他们来说就不是一个“问题” 。

有时候 ,如果研究者效仿“局内人”的行为做得

过份的话 ,还可能使“局内人”感到恼怒 , 甚至觉得自

己的文化受到了侵犯。例如 , 如果一名无神论者到

穆斯林居住的地方去做研究 , 为了与当地人接近而

把自己装扮成一名穆斯林的话 , 他很可能不但不被

接受 ,而且还会受到当地信徒们的怀疑和反感。 如

果他只是在外表上模仿穆斯林的行为 , 而在自己的

信仰中并没有真正皈依真主 , 他会在很多关键的时

刻暴露自己的真实面貌。因此 , 研究者应该接受自

己的身份特征。研究者只有充分地了解了自己 , 学

会了与自己和睦相处 , 才有可能与被研究者和睦相

处 ,也才有可能将自己的身份特征作为与被研究者

互动时的一个宝贵的资源。

当然 ,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两者之间骑墙的

姿势并不总是十分舒服。这种双重身份通常会给研

究者带来很大的心理焦虑 , 而且对他个人的自我概

念和形象整饰(impression management)都会形成一

种挑战。他必须在按照当地人的风俗习惯行事的同

时牢记自己的研究者身份和思想意识 , 在亲近和疏

远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既参与又不参与 , 既

在“内”又在“外”的状况使很多研究者都觉得自己具

有一种双重人格 ,就好像得了“精神分裂症”似的 ①。

美国心理学家温特布(R.Wintrob)曾经对一些人类

学家进行了一个心理测评 , 结果表明大多数人的焦

虑程度都很高②。他们大都表现出一种“适应不良

症” ,感到自己“无能” ,害怕不被当地人所接受 ,在不

被理解时经常感到愤怒和沮丧。人类学的鼻祖马林

诺夫斯基(B.Malinowski)在自己的日记中也记载了

自己在特罗比恩岛(Trobriand)上做研究时所感受到

的各种矛盾复杂的心理③。岛上的土著人他有一种

既恨又爱的复杂感情 , 而与此同时他又对自己的身

心状况以及形象整饰经常感到无所适从。

五 、研究者角色与研究结果的“真实性”

至此 ,读者可能会问:如果研究者具有“局外人”

和“局内人”的双重身份 , 那么这种身份与研究结果

的̀ 真实性' 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对这个问题的

回答直接涉及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关本体论 、认识

论和方法论方面的认识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认为 , 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隐含着一种实在

论的观点 ,即认为研究的现象是有固定不变的 、业已

存在的“真实”状态 , 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去发现和再

现这种“真实” 。而如果我们同意建构主义的观点 ,

认为“客观的” 、不变的现实并不存在 , “理解并不是

一种复制的过程 , 而总是一种创造的过程” ④, 那么

我们对“真实性”问题便会得出十分不同的回答。在

一种动态 、变化的对话过程中达到的“理解”只可能

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相互之间的一种共振 , 它不仅

包括研究双方本来已有的看法 、行为和情感反应 , 而

且包括在研究过程中双方通过互动而不断产生着的

新的“现实” 。对这个“现实”之“真实性”的检验没有

统一 、普适的规则 , 只可能视具体的研究情境而定。

每一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只可能在研究的各个方

面和阶段(如研究的目的 、现象 、问题 、手段 、方法 、过

程 、对象以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之间的

相互关系中得到检验 ,所谓研究的“严谨性”(vogor)

取决于对这些方面相互之间的一致和协调。在这

里 ,“真实性”是一个动态的 、关系的 、相互构成的概

念。它不可能在研究之前进行预测 , 也不可能仅仅

在研究之后进行检测 , 而只可能在研究的全过程中

不断地进行即时的监控和调适⑤。

作为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 研究者个人

的角色身份必然会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 产生影

响。不论是作为“局内人” 、“局外人”还是“双重人” ,

研究者个人的身份都与研究的其他维度有一定的关

系 ,而这种关系是否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并且给予

了有意识的协调 ,这对研究的质量有至关重要的影

响。由于研究者在每一项研究中的角色是不同的 ,

这个角色与研究中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尽相同 , 因

此用来检验该项研究的“真实性”的方式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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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我们可以将研究者的角色粗略地分成“局内

人” 、“局外人”和“双重人” , 并且可以给这几种角色

指定一些一般的原则 , 如:作为“局内人” , 研究者应

该特别反省自己的文化对自身的影响 , 在研究报告

中讨论自己是如何将“熟悉”变为“陌生”的;作为“局

外人” ,研究者应该特别讨论自己是如何接触被研究

者 ,并且将他们的“陌生”材料变为自己“熟悉”的概

念的;作为“双重人” , 研究者应该着重讨论自己是如

何处理与被研究者既“近”又“远” 、既“内”又“外”的

关系 ,从而与对方一起达到相互理解的。 但是 ,至于

研究者究竟应该采取哪种角色身份 , 只能视研究的

具体情境而定①。

如果我们希望给研究者的身份涉入提出一个相

对“普遍”的通则的话 , 我认为质的研究需要研究者

将自己全部的身份和个性特点都卷入进去 , 包括他

的价值观 、行为方式和情感流露。那种希冀将自己

的一部分身份用括号“括”起来 , 然后在研究中对这

些身份加以排除的做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研究需

要研究者整个身心的投入 , 在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和

交融中获得一种新的身份(identity)。美籍日本文化

人类学家孔杜(D.Kondo)对这一点便有十分切身的

体会②。当她在日本从事研究的时候 , 有一天她突

然在超级市场的金属陈列板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一个典型的日本家庭主妇的形象。她惊恐自己已经

变成了一个地道的“本地人”了 , 赶忙回到美国居住

了一个月 , 希望回来以后可以与本地人保持一定的

距离。然而 , 令她失望的是 , 她回来以后 , 周围的日

本人并不把她完全看成是一个外来的研究者。她的

长相与当地人的日本人是如此地相似 , 以至于他们

总是期待着她像他们一样说话和行事。她不能像她

的西方同行那样向本地人问一些“不合时宜的问

题” , 也不能超越社会地位与不同的人“平等”交谈。

因此 ,她最后只好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 , 利用自己的

多重身份 , 在不同的亲疏关系和权力关系之中来回

斡旋。

孔杜等研究者的例子表明 , 研究者个人的身份

(不论是单一的还是多重的)对研究本身来说并不是

一个障碍 ,而是一个十分丰富的 、为研究提供信息的

来源。研究者应该对自己的这种资源有充分的意

识 ,努力在自己的实践中对其加以利用③。 研究者

应该做的不是努力将自己变成一个“局内人”(像怀

特所做的那样), 或者执意保持自己的“局外人”身份

(像孔杜所努力的那样), 而是应该调动自己所有的

资源 ,与被研究者之间进行积极 、平等 、互为主体的

对话 。当然 , 在对自己的个人身份进行利用之前和

之中 ,研究者必须对这些身份特征及其对研究有可

能产生的影响尽可能进行透彻的反省。如果不进行

这样的反省 ,研究者对个人身份的利用有可能偏离

方面 ,走到毫无节制地进行“主观”臆测的境地而自

己还茫然不知。这也就是本文对研究者的“局内人”

与“局外人”角色进行探讨的初衷之一。

总之 , 质的研究是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互为

主体的研究 ,研究者的角色是多元和动态的 ,既可以

从“内”到“外” ,也可以从“外”到“内” ;既可以由近即

远 ,也可以由远即近 , 既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多重

的。研究者正是在与被研究者之间这些丰富的互动

关系之中一起协商(nego tiate)和建构着一个构成性

的 、不断往前发展着的“现实” 。质的研究是一种“理

解”的“艺术” , 需要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和

创造。“局内人” 、“局外人”或“双重人”这些词语只

是研究界对研究者个人身份中一个部分的描述而

已 ,一项扎实 、充分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将自己全部的

个人身份投入与到被研究者的“视域” 融合之中去。

研究者只有认识到自己首先是一个“人” , 然后才是

一名“研究者” ,才有可能真正将自己投身于与其他

“人”(同时也是被研究者)一起对世界进行构建的共

同努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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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前面部分讨论的有关“局内人”与“局外人”的“优

势”和“劣势”也只是在一定的层面和一定的意义上才

会发生 ,在不同的研究项目中也可能有十分不同的表

现方式。

②　Dorinne Kondo , “Dissolu tion and Reconst itut ion of Self:

Im plications for An thropological Epistemology” in Cu l-

tural An thropology l , 1986 , pp.74-88.

③　Renato Rosaldo , Cu lture & Truth: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 lysis , Boston:Beacon Press , 1993 , p.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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